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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 1962—1965 年，围绕如何调整和搞好国民经济，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“调整、巩固、

充实、提高”政策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先

行探索，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、战略目标和步骤、根本任务、基本方针、动力和手段等

提出了若干重要观点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准备，也为新

常态下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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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—1966 年是国民经济深入调整时期。围绕

如何调整和搞好国民经济，在贯彻落实“调整、巩

固、充实、提高”政策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和中央领

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艰难的探

索，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、战略目标和步

骤、根本任务、基本方针、动力和手段等提出了若

干重要观点，有效地指导了经济建设实践，取得了

显著成绩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开

创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准备，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

建设提供了重要启迪。 

一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：立足国情 

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，需要将马克

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从中国现实国情和国力

出发。全面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伊始，毛泽东

便深刻地提出“第二次结合”这一命题。在毛泽东

的大力倡导下，1961 年调查研究之风蔚然兴起，领

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，了解

国情。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，毛泽东再次强调：为

了社会主义事业，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

理与中国实际，并且同今后的世界革命的具体实

际，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，从实践中不断地认

识建设的客观规律。[1](P828-829) 

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立足“一穷二白”的国情，

放慢速度，降减建设指标，提高质量。搞经济建设

“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

寿命来考虑事情，要按客观规律办事。建设也是有

客观规律的。搞多了不行，就是有钱，还是要打歼

灭战。……安排要少些，多做少说，必须留有余地。

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，但是没有做到。”[2](P348)

“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，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，按

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。留有余地要大，不要太小。

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

紧。”[2](P501)毛泽东的这些观点，也是周恩来、邓小

平、陈云等领导人在管理国民经济具体事务中赞同

和长期坚持的。1962 年，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：

*
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11JZD002）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“毛泽

东经济思想研究（1956—1966）”（项目批准号：13JD21）和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“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公

民参与机制创新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2014SK3282）的阶段性成果。 

DOI:10.16580/j.sxlljydk.2016.08.011



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

 
2016 年第 8 期 / 总第 212 期 43思想理论教育导刊

“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：争取快，准备慢。”[3](P193)

“我们的工作部署，要反复考虑，看得准一点，解

决得好一点，比轻举妄动、早动乱动好得多。”[3](P206) 

4 月，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发言，进一步

阐述了陈云的观点。他说，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

陈云讲的“争取快、准备慢”，还要增加：“争取好，

准备差一点”；“企业要关一批，并一批，转化一批，

缩小一批”，对情况了解了，弄清楚了，就要断然

处置。[4](P1480) 1963 年，邓小平在讲到工业问题时也

指出：“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，要有清醒的估计，

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。摸清了现在的基础，从

现实出发，总结本国的经验，吸取外国的经验，工

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”。[5](P334)“要老老实实，

有多少就是多少。”[6](P155)以上论述表明，当时中央

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，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需要

我们快速地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希望过上好

生活的愿望，但是，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的

制约，如果不考虑这一实际，脱离国情，建设规模

过大、建设指标过高、速度过快则会欲速而不达，

甚至损害群众利益，导致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。 

这一经验为新时期党的领导人所重视。习近

平总书记深谙我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国情，

因而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战略问题

时，总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系统、深入的分析和思

考，从而提出适合国情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策略。

他在讲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时就强

调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、50 多个民

族、13 亿多人口，治理很不容易，既要登高望远，

又要脚踏实地。 

二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：

现代化两步走 

1964 年 12 月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

次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会议提出了一个让全国人民感到

鼓舞的历史性任务——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，实现

国家的“四个现代化”。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，

周恩来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对“四个现代化”目标

进行了具体描述：“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，

总的说来，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把我国建

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

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

平。”[7](P439)关于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，党中央提出

了“两步走”的构想：第一步，利用三个五年计划的

时间，建立起独立的、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；

第二步，全面实现农业、工业、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

代化，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。 

“四个现代化”和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

体系的奋斗目标、“两步走”战略步骤的提出有一

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在七

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要“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

系”；[8](P1433)“在革命胜利以后，迅速地恢复和发展

生产，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，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

国转变为工业国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

义国家。”[8](P1437)1954 年，周恩来在一届一次全国

人大代表会上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“建立现代化工

业、农业、交通运输业和国防”的目标，这是“四

个现代化”的最初构想。1956 年，毛泽东在审阅八

大报告时再次强调：“国家工业化的任务，根据我国

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的情况，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

的、完整的工业体系。”[9](P184)这一建议被八大所接受。

八大决议明确提出：“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，

有系统、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，使中国

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、现代化的农业、现代化的

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”[10](P315-316)的蓝图和“必

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，建成一个

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”[7](P232)的战略步骤。在这里，

“四个现代化”第一次被写进党章。1957 年，毛泽

东在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》中，强调要把

我国建设成一个“具有现代工业、现代农业和现代科

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。”[11](P268)1959 年，周恩来在

一个报告中提出建立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：

“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，这包括工业、农业、

财政、贸易、文教、科学、国防等各方面。” [12](P403) 

“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，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基础

上”。[12](P405)这一提法，较之以前的“独立的、完整

的工业体系”，其内容更为丰富，外延更为宽广。

1960 年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

科书》时都强调，除了工业、农业、科学文化的现

代化，还要加上国防的现代化。“第一阶段要实现

这四个现代化，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。”[13](P3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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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 年 1 月，周恩来把“四化”的提法改为：“我

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、工业现代化、国防

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。”[14](P447) 9

月，毛泽东讲到：“在三年过渡阶段后，我们的工

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：第一步，搞十五年，

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使我国工业大体

赶上世界先进水平；第二步，再用十五年，使我国

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。”[15](P347)至此，“四化”

“两步走”的建设思路基本形成。 

“四个现代化”两步走战略的提出，经历了中

国共产党人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

的深入探索，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，最终被确

定下来。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追求，鼓舞、凝聚

和团结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。它也为全

面建设小康社会和“三步走”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的

提出提供了理论准备。 

三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： 

发展生产力 

三年自然困难时期使人们意识到，建设社会主

义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，不能盲目地迷信于生产

关系的变革。对此，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。1961

年 1 月，他明确提出：“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

条：一是群众满意。二是发展生产力。群众满意、

支持是判断好坏的标准。”[16](P1615) 1962 年 3 月，在

中央书记处会议讲到恢复农业生产是靠个人还是

集体时，邓小平说：“原则是哪种办法在哪些地方

见效快，就用哪种办法。不要拘泥于形式，不要担

心个人多了，集体少了。”[16](P1697) 

农村地区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，促使中央领导

人特别重视发展农村生产力。在思考如何打破“一

大二公”的农村公社建设模式，探寻较为灵活的建

设途径时，一些中央领导人认为“包产到户”的农

业生产责任制可以促进农村落后生产力的发展。

1962 年 5 月，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：“有

些地区，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，如果适

合搞包产到户，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，那

就让他们搞。”[17](P1229)对此，刘少奇、邓小平等都

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。刘少奇说，农业上也要退够，

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“包产到户”。“发展集体经济

也好，包产到户也好，无非是看哪种形势更切合当

地的实际情况，哪种形势更能充分发挥社员的积极

性”。[18](P120)邓小平表示：“现在所有的形式中，农

业是单干搞得好。不管是黄猫、黑猫，在过渡时期，

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，就用哪一种方

法。……对于分田到户，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。群

众要求，总有道理，不要一口否定，不要在否定的

前提下去搞。”[6](P146)几天之后，他更为坚定地提出，

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，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，有些

包产到户的，要使他们合法化。[5](P323)以上观点表明，

中央领导人认识到搞建设不能使生产关系形态固化、

僵化，包产到户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价值，在

经济遭到重大破坏后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积

极性，不应盲目否定。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，打破

了“大跃进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主义认识，为

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经验。 

要提高生产力，就必须搞科学技术。1963 年 1

月，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

出，我们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，我们要实现四个现

代化，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，关键在于

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。[7](P412)9 月，毛泽东在审阅

一个报告时强调，近代以来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是

抵抗外来侵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如果我们不改

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态，不大力发展生产力，就还会

挨打。[2](P259) 12 月，他再次提出，科学技术这一仗，

一定要打，而且必须打好。以前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

的仗，是建立人民政权、人民军队。做这事情干什么

呢？就是要搞生产。搞上层建筑、变革生产关系的目

的就是解放生产力。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，就要提

高生产力。不搞科学技术，生产力无法提高。[2](P295)

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，周恩来认为要做到十六个

字：实事求是、循序渐进、相互促进和迎头赶上。毛

泽东认为，中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，跟

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。我们需要打破常规，在

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

义的现代化的国家。[2](P447) 

四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： 

坚持综合平衡 

关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。“在计划工作中，综合

平衡是一件大事情，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符合实际

的计划。”[19](P209)“三面红旗”大试验的挫折证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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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建立在综合平衡之上的计划才是既积极又可靠

的计划，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。与

此相反，破坏平衡，胡乱折腾，只能使人民群众利

益受损。“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，就寸步难移。”[3](P211) 

关于综合平衡的内涵。陈云认为，所谓综合平衡，

就是有计划按比例；按比例，就平衡了。任何一个部

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。一部机器，只要一个部件不

行，即使其他东西都是好的，还是开不动。按比例是

客观规律，违反这个规律就一定搞不好。[3](P211)薄一

波也指出：“什么叫综合平衡？讲透了，可以把计

划工作全部包括在里面，就是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

关系。”[20](P237) 

关于实施综合平衡的原则。陈云强调应认清楚两

点：一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？有些人认为现在

不能综合平衡，缺少条件。他们主张在制定几个远景

指标的基础上，推算出各种数字，制定方案。陈云对

此明确反对。他说：“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，今

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，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

衡。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。”

二是从什么“线”出发搞综合平衡？按长线搞平衡，

常常导致无法平衡——项目长期拖延，工厂半成品积

压，造成浪费。陈云认为，按短线搞综合平衡，才能

有真正的综合平衡。所谓按短线平衡，就是当年能够

生产的东西，加上动用必要库存，再加上切实可靠的

进口，使供求相适应。”[3](P210-212)对此，周恩来深表

赞同。 

关于综合平衡的方法。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

平衡，关键是要处理好农、轻、重之间的关系。毛

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到，重工业是我国建设

重点，必须优先发展，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

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。1959 年，庐山会议前夕，

他同党员干部谈道：“过去安排是重、轻、农，这

个次序要反一下，现在是否提农、轻、重？要把农、

轻、重的关系研究一下。”[19](P78)在这里，毛泽东第

一次明确地提出了“农、轻、重”这一概念。不过，

“农、轻、重”的国民经济发展方略未被写进庐山

会议的相关决议之中。1962 年，按照农、轻、重的

次序搞经济建设成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多

数代表的共识。以农、轻、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

思想，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，社会主义的生

产建设不能离开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这一基础，搞生

产的目的，必须在安排好两大部类的基础上提高人

民生活水平。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时候，过度地追

求积累而忽视消费，最终只会破坏生产力。 

五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： 

改革经济体制 

一般而言，国民经济的调整必然要反思和部分

否定之前的经济管理体制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所产

生的激励作用，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。在调整国民

经济的过程中，中国共产党人就精简职工和减少城

镇人口、试办托拉斯、实行两种劳动教育制度等进

行了探索。 

“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，既是调整城乡关系、

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，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

难最有效的办法。”[21](P257)全国现有的职工人数和城

镇人口，不仅在今天是过多的，就是按照今后几年

内恢复和发展农业、工业生产可能达到的程度来衡

量，城镇人口也大大超过了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其

他产品的负担能力。[21](P462)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

工的“工作如果抓迟了，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

应，也影响生产的调整，各方面都受影响。”[5](P318)

要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，刘少奇提出，决心要大，

行动要快，但是要有区别、有步骤地进行，不能慌

慌张张一股风。要保障城市不闹事，不能出事故。

如果我们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，负起责任，与群众

的思想统一起来，群众是可以说通的，工作是可以

做好的。[22](P446-447)邓小平也强调：“精简对外强调

一视同仁，但处理不要太急，逐步搞出路。”[6](P215-216)

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有力、措施得当、群众支持，减

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改革开放以

来，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，我国城市发展取

得瞩目成就，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、房

价虚高、管理粗放、应急迟缓等问题；农村地区公

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奇缺，不少村落逐步

衰落和消失。对此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

理念，着力治理城乡人口布局和发展结构问题，发

展和创新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思想。 

托拉斯是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高度重

视的资源配置方式，他说，马克思主义者应懂得向

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，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捏造出

来的，而是要靠共产党人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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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的东西。[23](P536)这一观点对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产

生了重要影响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就曾提出，

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，托拉

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先进的组织管理形

式，机器设备使用的比较充分，速度也比较快。[24](P203) 

1963 年，办托拉斯被提上议事日程。1964 年，中

央工交部门和部分省市尝试创办托拉斯。在办托拉

斯的过程中，邓小平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：“我

们现在搞的托拉斯，有些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，而

是用行政方法管理。托拉斯就是按行业去管理，只

有个别的计划部门，有一两个司管理综合的东西。”

“通过经济关系搞协作，有利于专业化、系列化，

能更快发展新技术，发展生产。托拉斯不要搞大而

全。”[6](P215-216)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试办托拉

斯，逐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

理体制，使国民经济更有计划、更有组织，是远见

卓识之举。期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但根源不在托拉

斯企业本身，而在于外部的因素。试办托拉斯取得

了应有成绩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，为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企业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。 

所谓两种劳动制度指在工厂、机关实行八小时

工作的劳动制度的同时，实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

度，前者是主要的。[25](P909)此外，劳动制度还要实

行亦工亦农制度，固定工制度与临时工制度同时并

存。[26](P598)所谓两种教育制度，一种是全日制的学

校教育制度，一种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，前者为

主，后者为辅。[25](P909)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

制度，可以减轻农民和国家负担，又能满足青少年就

学的要求，有利于普及教育；[26](P598)可以在有效利用

农村的剩余劳动力、增加就业率的同时，提高农民的

文化技术水平，缩小城乡差别、工农的差别；可以逐

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，培养社会主义

事业的合格接班人。[21](P466-469)如何推行两种劳动制

度、两种教育制度？“要具体规划，先搞试验，不要

一下子铺开”；[26](P596)要做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

的定型和体系建设工作，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；要

健全管理体制，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，要组成教

育委员会，成立第二教育厅。实行两种劳动、两种

教育制度，符合我国国情，为我们今天大力发展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教育，推行中国特色劳动就业

制度，提供了重要启示。 

六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： 

发展商品经济 

发展农业商品生产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内

容。1962—1965 年，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，中国

共产党人继续以加强农业战线、大力发展粮食商品

生产为首要任务，但也强调要搞好农村副业，抓好

经济作物。1962 年 5 月，朱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

上提出，现在对家庭副业限制太死，要解除禁令。

在农村，农民除生产米粮外，还要抓副业生产。正

业和副业两不误，农民的衣食住行，光靠正业分点

粮食解决不了，一定要靠种茶、养蚕、养家畜等家

庭副业来解决。[27](P1836-1837) 1963 年 9 月，周恩来讲：

“从全国看，粮棉是增产的，其他经济作物也是上

升的，当然上升速度慢些。从明年起，要大抓其他

经济作物，配合粮食、棉花一起上去。”[28](P578) 1964

年 4 月，毛泽东同江华等谈话时说：“自留地不要

动，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。”[2](P344)在他看

来，保留自留地，能够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，让农

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，将剩余的物产拿到市

场上去交换，丰富商品种类，改善群众生活。1965

年，刘少奇、邓小平还提出，要把副业生产搞起来，

副业生产搞不起来，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；[26](P626)

农场首先要有饭吃，自己搞粮食，然后再搞其他的

东西。搞经济作物，价值很大。[16](P1885) 

扩大商品流通是促进商品生产的重要环节。如

果商品流通不畅，政府对流通领域管得过死，限制

过严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。[29] 1962

年 1 月，刘少奇明确提出，“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

换，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、工

业和农业之间、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

经济联系。”[22](P365) 5 月，他对下放干部讲话时，批

评了那种各自为营、作茧自缚、互不合作、阻碍商

品流通的行径。他说，现在有些地方的市场跟全国

市场相矛盾，抵触别的地方的产物，这是不允许的。

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，没有统一的市场就不能

发展。不按客观规律办事，人为地设置关卡，制造

障碍、壁垒的行为必须纠正。[22](P460)在思考商品流

通问题时，刘少奇认为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是重

点。在他看来，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，

物资供应中许多问题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有

关。“物资部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，是管理生产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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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商业部”；“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，是生产资料的

市场。”从 1962 年 3 月至 1965 年，他先后七次专门

召开会议研究物资供应体制改革问题，许多内容涉

及生产资料流通。经过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的努力，

我国物资体制改革取得可喜成绩，初步形成了生产

资料市场，丰富了商品种类，畅通了流通渠道。 

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、调剂余缺的场

所，搞好集市贸易是推进商品流通的有效手段。[30]

中共中央认为，集市贸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

客观需要，如果认为，对于集市贸易，可以想开就

开，想关就关，这就是不对的。虽然集市贸易有两

重性，一方面它能促进农副业的发展，活跃农村经

济；另一方面，它又有冲击计划市场、滋长投机倒

把的消极作用。因此，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措施和

正确的行政办法，利用它的积极作用，限制它的消

极作用。[21](P500) 

概括地说，1962—1965 年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

集体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，艰难地寻找问题，纠

正错误，总结经验，提出了以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

观点。虽然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“三面红旗”

的错误，以上观点在当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，有些

认识甚至出现了反复，但是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探

索中的宝贵经验和正确认识得以被继承、创新和发

展，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直接

来源；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得以总结和反思，为改

革开放找到突破口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

建设道路提供借鉴。该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

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既存

在联系又存在区别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，后者

是对前者的飞跃。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探索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，到邓小平时代终于找到、

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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